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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奋斗目标。自从近代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

压力，中国学界就寻求建立独立的外交理论体系，并先后受到欧洲、苏联、美国等外交理论的深刻影响，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界与欧美同行进行了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外

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然而，在开展国际外交理论交流

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

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在西方外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外交研究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

节的“两张皮”问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规律。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探寻外

交理论的中国路径，将各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外交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化，是

今后中国外交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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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外交学中国化

外交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指两千多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就产生了大量

的外交思想。说其年轻，是指直到 18 世纪，外交才逐渐成为一门科学而受到学界的重视。据萨道义

考证，外交一词在英文中始于 1787 年。① 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格劳修斯、黎塞留、卡利埃尔、威克福

等外交大家，但直到 18 世纪晚期外交才被视作一门学科。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化就更晚了，

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外交压力，外交学才逐步被视为一门学问，“中

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于 1902 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周鲠生先生在《近时国际政

治小史》、《国际政治概论》中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和发展趋势，认为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一门新学科”。② 直到 1930 年，中央政治大学才设立外交学系，并设立了“当时独一无二的”
外交学专业。③ 这是外交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之一。

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是国家实力的崛起，更是学术思想的崛起。自 20 世纪以来，

中国的外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最初，中国受欧洲外交理论影响，逐步确立了具有欧洲特色的

外交学科基础。1949 年以后，中国外交学的发展受苏联影响较大，带有浓厚意识形态和革命色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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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外交部一些主管业务司、处编写了一些外交实务性读物，也翻译出版了两三本苏联关于外交学和外

交术语的小册子以及萨道义、尼科尔森等欧洲外交学者的著作，但总体上并没有形成周恩来总理所期

待的“新外交学”，中国外交理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倾向，从严格意义上并非是外交研究

( diplomatic studies) ，而是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研究(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

交理论又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大影响，重视实力与战略，尤其是重视经济利益。回首中国外交

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条主线索是推进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化，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外交学理

论和中国化之间的结合点是什么。显然，这里强调的外交学理论是一种普遍的宏大理论，是一种具有

科学性的普遍理论指导( 而且仅仅是作为指导的理论) 。“中国化”主要强调要把中国外交的实践经

验加以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①是指外交学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并为中国的国

家利益服务。显然，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是将抽象

宏大的理论研究和零打碎敲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弥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裂痕，这是外交理论中国化

的重要学术路径。

二、曲折发展的中国外交学

按照影响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源流划分，可以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欧洲国际法和外交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 1842—1949 年)

在中国学界，外交学是一门长期被冷落的学问。尽管不少学者自豪地宣称中国外交可以追溯到

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学人眼中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外交观念，有的只是天下、
理藩、戍边之类治国方略。② 然而，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中外交往事件的爆发，迫使中国学人不得

不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外交学也越来越从“洋务”转变为“外交”或“外务”。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学研究重镇的欧洲成为学习的对象，尽管有的学习是

通过日本来实现的。比如留日研究政法问题的学者从日文翻译有《外交精义》一书，为我国外交学译

著最早的一本。在民国时期，以欧洲外交学和国际法为蓝本，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外交著作，并创

立了《外交报》《国民外交》《外交评论》《外交研究》《外交季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外交论文。受欧

洲学者重视外交学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国际研究以外交学最为发达，一些学者撰写的教科书影响很

大。比如廖德珍的《外交学》( 1921 年) 、杨熙时的《现代外交学》( 1931 年) 、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
( 1936 年) 、王卓然和刘达人主编的《外交大辞典》( 1937 年) 、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 1941 年)

等。③ 这些外交学著作基本上以英国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和美国约翰·福斯特的《外交实践》
等为蓝本，涵盖了外交史、外交部、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礼仪、领事、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条约等内

容。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外交科学”体系，涵盖了纵向的外交历史沿革、横
向的外交结构与功能以及规范性的外交规则，奠定了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基础。④

直到 1949 年之前，受欧洲外交学影响，中国外交学研究已经初步确立了学科体系，实现了从华夷

等级外交观向主权国家外交观的转变。尽管存在着学术自主性不足甚至学术殖民化的问题，但对于

贯通中西和运用国际规则开展外交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3·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2 页。
参见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参见廖德珍:《外交学》，上海: 大东书局，1921 年; 杨熙时:《现代外交学》，上海: 民智书局，1931 年; 杨振先:《外交
学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 年; 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上海: 中华书局，1937 年。
参见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上海: 中华书局，1941 年。



第二阶段: 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 1949—1979 年)

1949 年以后，中国外交学发展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外交学成为影

响中国外交的首要因素，比如强调外交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外交思想上强调以阶级划

分敌友，强调外交要服务于革命需要，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国家外交关系。因此，这

一阶段的外交理论是在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外交理论，其特点是将外交作为社会主义革

命的工具，中国外交的核心是讨论三个世界、统一战略和革命战略问题。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参照，翻译出版他国外交著作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

在翻译介绍苏联、印度、英国、美国等外交思想著作方面十分积极。① 这些作品尽管并非中国外交研

究的原创，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参考，对于新中国外交学的初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同时，以外交学院的鲁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入手，形成了《马列主

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东方各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等讲义，但均未公开发表。当时，尽管也有一些报刊杂

志，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红旗》等，但政治性都比较强，很难发表外交研究的学

术观点。尤其是“文革”期间，为数不多的涉外研究机构停止运转，在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等专门性院校系也没有开设有关外交学方面的课程。② 显然，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外交研究十分敏

感，除了翻译几部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著作和工具书外，中国学者几乎未进行自己的外交学独创性研

究。即便是在外交学院这样的专门院校，也没有单独开设外交学理论的课程。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

国台湾外交学界，以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为代表，沿袭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外交学术传统，受到欧洲特

别是英国外交学的影响，局限于对外交法律和制度形态的研究。③

第三阶段: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 1979 年—今)

在革命范式的笼罩下，中国外交学研究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 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

于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阐释层面而不能自拔，深陷于“革命范式”的治学泥潭中而只能对阶级、革命、
外交斗争、帝国主义等做概念阐释和现象描述研究; 在经验性研究方面因为就事论事的历史研究和外

交个案研究，缺乏足够的社会学想象力而最多只能做琐碎的反思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革命

范式”开始首先在学术界隐退，中国外交研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美国，被打上了美国国际

关系理论的烙印。中国学者在受到美国理论冲击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探索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因

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亚阶段:

第一个阶段: 美国外交理论引进阶段( 1980—1997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邓小平对“政治

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赶快补课”的呼吁，④引发了学习西方理论的高潮，中国外

交理论研究也被裹挟在这一洪流中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特点是引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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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介理论和融入讨论，尤其是受美国理论重视利益、实力和战略的影响，中国外交理论也充满着重

视实力与战略博弈的色彩。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大批国外外交学的理论著述翻译出

版。① 2005—200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外交学译丛》，包

括《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谈判导论》《多轨外交》《双边外交》《外交理论》《外交辞典》《21 世纪的大

使: 从全权到首席执行》等，体现了此类工作中的最新进展，逐步缩小了中西在外交理论认识上的差

距。二是中国的西方外交理论研究逐渐起步。比如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发表的《战后西方外交学研

究新动向》，在国内较早评介了“新外交”中的多边外交、首脑外交、经济与发展外交、公共外交等新动

向，并指出了其过于偏重西方国家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外交研究的片面性和阶级性，并

强调应该加强中国外交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的灼见。② 随后，周启朋、杨闯等编译的《国外外

交学》在 1990 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各国的外交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介，为撰写第一

本外交学理论教材《外交学概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 同时，一大批研究某一外交思想家之外交思

想的论文也大量涌现，比如对马基雅维利外交思想、俾斯麦外交思想、威尔逊外交思想、乔治·凯南外

交思想、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等，吸引了包括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
1995 年，陈乐民的《西方外交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更是引发了学者对西方外交思想的关

注; 2002 年，王福春的《西方外交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成为各个高校广泛使用的外交思想史教

材。三是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在引进和评介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理论学者也逐渐融

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出国

开会的机会增多，开始融入国际外交学界最新的讨论。比如对预防性外交的讨论、关于中国形象塑造

的讨论、对文明冲突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讨论等。围绕这些热点问题，中国学界

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对话日益深入，尤其是 1997 年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

书的出版，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判断国家利益量的大小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在

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在学习引进西方外交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界越来越感受到缺乏学术自主性的问题，一些

学者开始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守德等为代表，从 1993 年就

开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④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独特外交体系，西方外交

思想在中国往往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些对于西方国家适用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就未必适用。
因此，从 1997 年开始，中国外交学在与国外外交学交流互动的同时，开始日益强调“打上中国特色的

印迹”的问题。⑤

第二个阶段: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探索阶段( 1997 年—今)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探索历程也是一

个与西方外交理论抗争的过程，甚至这一抗争过程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学理论流派中的“特色派”
( 后文详及) 。最明显的标志是外交学院 1997 年推出的《外交学概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书，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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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 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埃里克·克拉克:
《外交官生涯》，杨修、祖源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 马丁·梅耶:《外交官》，王祖煃 等译，北京: 世界知
识出版社，1988 年; 埃尔默·普利斯科:《首脑外交》，周启朋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 兹比格纽·布
热津斯基:《大棋局: 美国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宋以敏 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巴斯顿:《现代外
交》，周启朋 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 海南出版
社，2001 年。
参见周启朋:《战后西方外交学研究新动向———兼评“新外交学”有关著述》，《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1985 年
第 1 期，第 16—22 页。
参见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参见梁守德:《关于中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外交学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
参见张清敏:《外交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22 页。



更多吸收了尼克尔森和萨道义的外交理论体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西方的国际法、外交理论、外交

实践等有比较明显的吸收和借鉴，初步确立了一个尽管不令人满意但却初具体系的外交理论框架，其

学术地位不可低估。不过，该书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还体现得不够，外交学老前辈鲁毅先生也认为:

“现在看来，《外交学概论》出版后虽然得到一些学者和专家的鼓励，但无论在学科体系、内容阐述和

文字表达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陷，其中特别在外交学理论部分或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更感到不

足。”①尽管如此，由于有了这一教材，中国外交理论的学术主体性有了一个基础，中国特色的外交学

沿着三个维度蓬勃展开:

一是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教材建设。在早期杨公素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与鲁毅的《外交学概论》
权威教科书基础上，各高校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教材性质的著作，比如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

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姜安的《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李渤的《新编外交学》和杨闯主编的《外交

学》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外交外事知识丛书( 包括《国际会议》《大使馆和外交官》《实用领事知识》
《外交外事知识与技能》《外事翻译》《话说外交调研》《外交谋略》《怎样当驻外记》《现代国际礼仪知

识》) 等都受到外交学院教材的影响，补充和发展了外交学教材体系。② 2008 年，由陈志敏、肖佳灵和

赵可金撰写的《当代外交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志着外交学教材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将《外交学概

论》的框架与当代西方外交学理论最新发展成果结合起来，侧重外交学基础研究和变迁研究，提出了

一个涵盖外交制度、外交基本、外交发展和外交实践四个维度的较新架构，受到学界的重视。2011 年

出版的赵可金《外交学原理》(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从外交学的理论、制度、过程和形态几个方面构建了

自己的体系，将命题式的论述、历史性的延展和各家各派的认识结合起来，提供了一副相对简明的系

统画面。自从 2004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 93 种重点编写教材中，外交学院承担了《外交学导

论》的撰写，未来会推出中国特色外交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是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③民国外交思

想④和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⑤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随着中央文献出

版社关于中国领导人外交著述的出版，⑥一些学者集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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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鲁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把中国的外交学学科建设好》，《外交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参见黄金祺:《概说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 金正昆著:《现代外交学概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9 年; 姜安:《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李渤编著: 《新编外交学》，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杨闯主编:《外交学》，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 杨冠群:《国际会议: 策划 举
办 参与》，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科兰:《大使馆和外交官》，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梁宝山:
《实用领事知识》，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 黄金祺:《外交外事知识与技能》，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 徐亚南、李建英:《外事翻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金桂花:《话说外交调研》，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2 年; 席来旺:《外交谋略》，北京: 红旗出版社，1996 年; 颜为民: 《怎样当驻外记者》，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6 年; 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 新中国领事实践编写组编: 《新中国
领事实践》，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
参见叶自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参见岳谦厚: 《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典型的代表作参见谢益显: 《中国外交思想史》，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
文献出版社，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
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北京: 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4 年。



交理论的整理与研究。① 除了学界的研究之外，许多前外交官的回忆录也纷纷面世，为研究新中国外

交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素材。② 最近的 20 年中，随着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

要外交文集、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等系统出版，③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取得了一些突破性

的成就，尤其是在冷战史、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外交案例等领域的研究，牛军、沈志华等学者做出

了令人瞩目的贡献。④

三是不断拓展新外交领域研究。近年来，学者们陆续推进了经济外交、多边外交、文化外交、公共

外交、二轨外交、网络外交、媒体外交、城市外交等一系列外交理论新课题的研究，⑤所有这些研究都

充分表明，中国外交学理论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在开辟外交新领域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始

从研究欧美日等其他国家的外交实践转向对中国自身外交实践的研究，在理论路径上将西方外交理

论与中国外交案例相结合，努力探求解释中国自身外交的理论成果，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当

然，诚如张清敏所批评的那样，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仍然存在描述性多而理论化程度不高; 对别国研究

的深入客观，对自己的研究则政策性强、学术性弱，或者只研究其他国家，不研究自己; 功利性太强，

一旦某一方式成为热点，便蜂拥而上，缺乏理性、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等问题。⑥ 不过，这些问题有待于

逐步解决。
近年来，随着更多的年轻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研究生培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外交学的研究在

未来应有较快的发展。当然，这种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将外交学的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从中

国面临的外交需要和国内外交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出发，中国外交学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空白

点，发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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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
实践》，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 裴默农:《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 王
锦霞、张奇:《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宫力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与实践》，哈尔
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肖娴:《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等。
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唐家璇:《劲风煦雨》，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3 年。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外交官回忆录《新中国
外交风云》丛书和《外交官》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外交官看世界》丛书，加上其他的外交官回忆录，大大
丰富了我们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参见外交部主编:《中国外交》( 1983—2013 年)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2013 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
编:《国际形势年鉴》( 各卷)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
典》，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牛军:《冷战与新
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 修订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牛军主编:《中国对外政策分析: 理
论、历史与前景》，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参见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年;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北京: 长
征出版社，2001 年; 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2 年; 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3 年; 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 吴兴唐:《政党外交和国际关系》，北京: 当代
世界出版社，2004 年; 李智:《文化外交》，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黄德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
究》，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 郑华:
《首脑外交: 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 1969—1972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王鸣鸣: 《外交政策分
析: 理论与方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吴建民: 《外交案例》，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 等。
参见张清敏:《外交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21 页。



三、外交学的中国路径: 学派与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外交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渐成蓬

勃发展之势，在欧美外交理论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特别是 2004 年中共

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

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外交理论

与方法研究进入了一个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按照哲学基础、核
心问题和研究重点划分，可以将当前国内外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 见表 1) 。

表 1 中国外交学的学派划分

传统派 特色派 非传统派

外部环境 无政府状态 力量平衡 国际体系 文化认同 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哲学基础 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 马克思主义 建构主义 自由主义 后现代主义

核心问题 国家间政治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中国与世界间政治
( poli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跨网络政治
( politics among networks)

外交行为体 国家 外交部、驻外使馆 国家 外交部、驻外使馆 国家 非国家行为体

主要概念 实力 战略 博弈 时代 秩序 特色 对话 网络 合法性

研究重点 强制性外交 战略对弈 结盟 中国特色 关系本位 过程建构 民主化 社会化 公共外交
非传统外交

代表人物 阎学通 叶自成 梁守德 秦亚青 王逸舟 赵启正

( 一) 传统派

受欧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传统派的哲学基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

主义，在传统派看来，一国外交面临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外交面临的核心问

题，①国家实力是决定外交战略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重

视积累实力，而外交谈判和沟通对于解决一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是无足轻重的。对传统派学者而言，他

们更关注大战略的问题，强调通过正确的战略设计比如强制性外交、战略博弈和结盟等来实现外交

目的。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是传统派外交理论的典型代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中国国家

利益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外交应该重视发展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崛起冲刺阶

段，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

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

择: 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 另一个选择

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② 显然，在阎学通看来，国家实力和战略信誉是

一国外交最应该重视的方面。他在《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政治领导力

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当一国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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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就是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关系是一个权力角逐的关
系，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都持此种基本看法。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
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参见阎学通、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阎学通: 《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
力》，《环球时报》2007 年 5 月 22 日; 阎学通、徐进 等:《王霸天下》，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政治领导力强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将会成为国际

体系的主导国。因此，阎学通强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

立国际新秩序。①

北京大学的叶自成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在 1998 年出版的《地缘政治

与中国外交》( 北京出版社) 一书中，全面考察古今中外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对中国稳定西北和拓展

东南的地缘战略做出了富有启发的研究。随后，叶自成出版了《新中国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外交思想》，并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相结合，出版了《中国大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 陆权的回归

与发展》等具有现实战略关怀的外交理论著作，强调中国外交要以陆权为中心，提升国家战略影响

力。② 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大循环，并

制定中国主导的对外战略，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③ 其实，所有争论核心是如何回应中国外交

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处理外交与发展的关系，外交不仅要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要依靠发展赢得

信誉。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派强调扎实的历史考证，档案文献、当事人走访等。从选题来看，传统派重视

两类选题: 一类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研究，并将此种现实性的战略问题与历史考察结合起

来，着力从历史解释未来。另一类是对某一具体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是一种“管中窥豹”的小题大

做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的牛军和张清敏。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冷

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等著述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其研究成果

具有宝贵的历史学价值。④ 张清敏则重视对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运用对外政策分

析理论考察中国外交问题，⑤开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外交“局内人”研究视角的学术流派。
( 二) 特色派

与传统派更多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不同，特色派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对特色派而言，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人做外交

的国别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关系。早期，以鲁

毅为代表，外交学院由于承担向外交部输送外交人才的使命，在教学科研上更强调马列理论、国际关

系理论和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等研究，并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

化的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梁守德提出了外交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外交学必须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中国国家权益服务以及继承

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引发了学界的热议。⑥ 外交学院傅耀祖先生也认为，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

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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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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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
参见叶自成 等:《中国大外交》，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 叶自成 等:《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北
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叶自成: 《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7 年; 叶自成: 《中国大战
略》，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公
司，2003 年;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参见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 黄仁伟 等: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的历史选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参见张清敏:《外交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
参见梁守德:《关于中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外交学院学报》1993 年第 4 期，第 51—55 页。



思想。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更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指导外交研究，如杨燕怡认为，中国化的外交学的核心，就是总结提炼中国的外交实践，将中国

的外交实践经验深化为理论。② 因此，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往往强调从不同角度总结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资深外交家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2008 年，复旦大学肖佳灵发表了一篇论文，力主推进外交研究的“中国化”。她认为，当前国内外

交学界存在向“洋”看齐的现象，忽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研究。因此，她建议不应只

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

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

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 1949 年以来中

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③ 同济大学的夏立平认为，中

国特色外交理论有四个主要来源: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传统

文化精华、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精华。其中，前两者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

供方向性和基础性的理论指导; 后两者则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

等方面的借鉴。为此，夏立平认为如何使这些重大思想在当代中国外交学中形成共同的知识平台，已

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④

与肖佳灵和夏立平不同，朱锋则更看重从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中进行创

新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

论支持。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洁勉则更看重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基

本框架，分析和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创新重点将是确立与国际兼

容的核心指导思想、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等。⑥ 中央党校的王红

续则扩展了此种认识，提出了落实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路径，包括中国化、系统化、科学化和指导

性，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和外交过程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⑦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更看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行动导向”与“知识导向”功能，构建中国特色外

交理论，不是为了构建理论而构建理论，而是为了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

大问题，它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时

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⑧ 秦亚青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

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⑨ 随后，他从从

国际关系理论切入，立足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经验，将关系置于核心位置，提出以过程本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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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傅耀祖:《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外交学院学报》2000 年第 3 期，第 25—29 页。
参见杨燕怡:《关于加强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的看法和建议》，《外交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19—24 页。
参见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 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2008 年第 2 期，第 1—15 页。
参见夏立平:《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和平与发展》2009 年第 4 期，第 1—3 页。
参见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 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参见杨洁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精髓和创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7 期。
参见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2011 年第 6 期，第 32—25 页。
参见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 年第 1 期，第 9—17 页。
秦亚青认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并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产生的独特抽象问题。
抽象问题引出一般意义上的假设，导致理论硬核的形成。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定
的，经表象系统形成学理意义，并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参见氏著:《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
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系本体和方法论 /认识论为基本内容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①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有了具体

的理论结果。随着《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出版，秦亚青提出了“关系本

位”和“过程建构”的思路，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他也成为外交理论

研究特色派的代表性学者。
( 三) 非传统派

与现实主义主导的传统派，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特色派不同，非传统外交理论是一个

松散的学术社群，甚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派，而是一群关注“新外交”的学者。对非传统派而

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外交关系不仅是国家间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也涵盖

国际社会间关系( inter-social relations)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外交理

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从国家间政治日益转变为跨网络政治 。在这一跨网络政治中，尽管国家和职业外

交机构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已经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地位，大量非国家行为体走上外交舞

台，包括跨国公司、媒体、智库、NGO 甚至普通民众都成为新的外交行为体，出现了“外交民主化”“外

交社会化”“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等趋势，各种新外交行为体围绕的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②

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③ 尤其是在“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上引起

了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④

王逸舟是非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早在 2000 年就开始致力于研究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的问题，他

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外交社会化转型。⑤ 在对非传统外交研究的潮流中，最为强劲的是

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直接刺激了国

内外学界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自 2009 年胡锦涛提出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之后，

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开始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公共外交学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公共外

交季刊》的创刊以及一系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和公共外交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公共外交研究

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派三种观点的争论。一种

看法是以杨洁篪为代表的传统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的公众外交，是外交部对本国公众开

展的外交沟通活动。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

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

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

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⑥ 第二种看法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陈昊苏会长为代表的特

色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民间外交是开启了公共外交的先河，因为民间外

交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广泛交友，这种交友的活动也需要说明中国的形象，也需要

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延伸，而中国的民

间外交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⑦ 第三种看法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代表的非传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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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69—86
页;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参见张志洲:《话语质量: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 年第 14 期。
参见赵可金:《非传统外交: 当代外交理论的新维度》，《国际观察》2012 年第 5 期，第 7—14 页; 赵可金:《非传统外
交: 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2 期，第 99—117 页。
参见赵可金:《女性角色与国家使命: 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研究》，《国际观察》2013 年第 6 期。
参见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28—38 页。
参见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 年第 4 期。
参见陈昊苏:《民间友好起先河 公共外交创益多》，新华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1lh /2011－03 /
05 /c_121152560． htm。



观点，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

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

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① 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

各异，如何推动多学科有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

挑战。
随着公共外交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外交的议题，在国际外交学界称为“新

外交”，比如政党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网络外交、宗教外交、智库外交、
NGO 外交、世博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等。在这些研究之中，近年来沿着几个具体的领域向前推进。

一是侨务公共外交研究。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在《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一文中认

为，侨务公共外交面临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等问题，加强侨务公共外交研究十分迫切。② 金正昆和臧

红岩探讨了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将其定位为一种非传统的外交形式，本质上是国家营销行为，并对

中国族群外交面临的若干制约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③ 王伟男在比较了侨务和公共外交基础上，对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优势与障碍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④ 赵可金、刘思如认为，中国应在加强侨

务公共外交概念界定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鼓励华侨华人参与的新思路和新机制，制定相关政策

在侨务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官民并举、统筹协调的侨务外交大格局。⑤

迄今为止，关于侨务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国务院侨办大力推动侨务公

共外交研究，通过设立课题、组织研讨会等形式带动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
二是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夏季号发表了一组讨论企业公共外交的

文章，将跨国企业间接或者直接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笼统地称为企业公共外交。⑥ 然而，这些文章

仍然对企业外交或公司外交的提法十分谨慎，并不倾向于将企业看作是外交的主体，而是将其视作公

共外交的载体。“外交载体论”成为当下中国学界对企业外交主流的看法，有学者据此认为跨国公司

具有政治动员、议程塑造和信息沟通三大功能。⑦ 赵启正在 2013 年出版了《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对跨

国公司的公共外交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是城市外交研究。城市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新发展。最初，该主题的研究由复旦大学

的陈志敏和苏长和启动，他们更强调城市外交的地方性，并提出地方外交的概念，认为应基于对外交

的广义定义，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视为中国外交的一部分，此即

为“地方外交”。⑧ 熊炜和王婕不同意使用“地方外交”一词，而是强调使用“城市外交”更准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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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参见朱奕龙:《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2 年春季号，总第 9 期。详见 http: / /www． chi-
na． com． cn / international / txt /2012－02 /27 /content_24741377． htm。
参见金正昆、臧红岩:《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2 页。
参见王伟男:《侨务公共外交: 理论建构的尝试》，《国际展望》2012 年第 5 期，第 29—39 页。
参见赵可金、刘思如:《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兴起》，《东北亚论坛》2013 年第 5 期。
参见李永辉、周鑫宇:《企业公共外交: 宏观战略与微观管理》，《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夏季号; 梁婷婷:《企业践
行公共外交的基础》，《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夏季号; 莫盛凯: 《公共外交的跨国公司载体: 热话题与冷思考》，
《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夏季号; 程虹、吴鹍: 《公共外交中的商业力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国际访问实践》，
《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夏季号。
参见余万里:《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三大功能》，《公共外交季刊》2011 年夏季号。
参见陈志敏:《中国的地方外交》，《国际观察》2010 年第 1 期，第 18—19 页; 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
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1 期，第 12 页; 苏长和:《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
化研究( 1978—2008 年)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第 24—32 页; 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
作: 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5 期，第 11 页。



城市外交是指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① 杨

勇的界定与之类似，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外交的延伸，具有宪政上的非主权性、战略上的补充性、权力

上的有限性、行为上的中介性、职能上的社会性等特征。② 《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春季号还刊发了

一组文章，强调城市外交对于公共外交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如何定位和评估城市外交

的潜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城市外交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成为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③ 熊炜认为，城市

外交正在慢慢变成一种国际习惯，城市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之间是多样性的统一关系。因此，主张以

多元、多层和多形的视角看待城市外交，从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对城市外交的分析框架。④ 赵可金、陈
维认为城市外交既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外交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城市外交研究的主要任务

是如何推动外交制度转型，特别是如何在总体外交体系中为城市外交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⑤ 显然，

中国学界更能接受城市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并试图将其纳入总体外交的轨道之中。
四是人文交流和人文外交研究。在公共外交中，人文交流占据很大的分量，但人文外交的理解还

存在许多争议，关于人文外交的内涵和特征还莫衷一是。⑥ 在学界，传统上，人们研究人文交流现象

时更倾向于使用“文化外交”概念。如胡文涛认为: “文化外交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

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

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

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⑦这一概念在学界虽然界定不一，但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强调外交中人

的重要性和文化的重要性。⑧

当然，上述对中国外交理论学派的划分，是为了理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特点而做的区分，事实上

中国的外交学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派，很多学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划分也并非壁垒分明。不

过，由于对外交的理解不同，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学者的确正在沿着三个方向发生分化组合，其最核心

的差异在于如何认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外交变革，传统派一般不认为全球化的外交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特色派则更强调与中国文化和文明体系的对接，非传统派则认定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产生。
由于路径的差异，三个学派的差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鲜明。

四、中国路径及其可能性

( 一) 中国外交理论总体评价

回顾中国外交学 30 年的发展历程，历代外交学人在夹缝中艰难前行，既面临着海外的各种思想

观点、理论学说和学术流派的冲击而被裹挟前进，也面临着中国外交实践中的诸多挑战而无法抑制报

效国家的家国情怀。此种夹缝中求发展的学科生存状况，决定了外交学在中国命运多舛。在新中国

成立之前，中国外交学更多受到欧洲影响，注重国际法、职业外交和谈判等“法国体系”( French Sys-
tem) 的研究。⑨ 1949 年后，受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注重革命、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理论研究，

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越来越重视国家利益、综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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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炜、王婕:《城市外交: 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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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北京: 长征出版社，2001 年，第 172 页。
参见熊炜、王婕:《城市外交: 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公共外交季刊》2013 年春季号。
参见赵可金、陈维，《城市外交: 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外交评论》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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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London: Constable，1954。



力和战略设计，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外

交政策和实践需要，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取得了积极进展。
然而，在检讨中国外交学学术史的时候，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引进、评介和发

展欧洲、苏联和美国外交理论时，很难看到扎根于历史—文化—社会土壤的真正的中国外交理论成

果，学术自主性程度较弱。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不仅外交理论不能满足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百年后

中国外交学术史除了西学东渐之外，几乎没有笔墨可及其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明

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任务:“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

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
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

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①改革开放 30 年的外交

学术史表明，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时，不免会援引国外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对中国外

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却出现解释不通和预测失灵的问题，那种撇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生态而机械套用

西方理论的做法，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没有太大意义。尽管早就有老一辈学者提出对国外理论采取

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态度，②但在实践中却十分艰难; 尽管很多学者都相信经过努力最终能够构建

一套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③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实现外交学理论中国化的使命。
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是贯穿始终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线，但学界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质

疑是否有必要将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目标，因为理论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存在

某一国家的独特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外交本身是一种科学和艺术，是否构建中国化的外交理论没有

多大必要。事实上，无论是支持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核心是对外交理论的

理解不同，有学者区分了中国人对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即解释性的理论和指导性的理论，在西方语

境下的外交理论更多是解释性的理论，而中国语境下的外交理论则更多是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④

因此，张清敏建议将西方外交理论、思想和中国自古代以来的外交理论、思想结合起来，从文化和哲学

的高度抽象出理论化的体系和框架。⑤ 不过，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张清敏并没有

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管要不要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目标，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各种解释是一个

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外交提出了种种解释，比

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过于自信论等，⑥而且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

对中国外交行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⑦ 如果中国外交学界不能对中国外交实践做出理论上的科

学解释，提供合理的回答，就会失去外交理论乃至对中国外交实践的话语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推

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即便不是一个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学术目标，也是一项增强实践指导性的外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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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外交理论中国化

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并不是为特色而特色，而是借鉴解释性理论的做法，将解释整个世界范围内

的外交现象作为基础，在把握一般外交规律的基础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从整个中华文明的深厚土

层出发，将中国外交实践与世界外交理论相结合，为解释外交现象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具

体来说，要坚持两个基本方向:

一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世界外交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不可能违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规

律。相反，外交学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以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在超越“西方中心

论”和“中国中心论”两种理论倾向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学理论体系。
就学科性质而言，外交学应被视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科，以外交行为及其规律作为研

究对象。现代外交学虽然产生于西方，以西方外交实践为研究重点，但西方外交学的研究并不仅限于

西方，随着欧洲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传播，现代外交学致力于研究制约世界各国外交一般

规律，外交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相关理论也并非仅仅锁定西方外交实践。同样，要推动外交学

中国化，必然会强调以中国外交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要避免仅仅研究中国外交实践。作为当今

全球外交体系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学中国化首先要以研究全球外交体系的普遍规律为基础，

借鉴和吸取西方外交学的有益成果，不能另起炉灶，中国不可能违背为整个国际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一

般外交规律。当然，学习和借鉴西方外交规律并非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

分析，吸取西方外交学中一些教训。
在推进外交学中国化中，要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理论倾向，既要避免以西方外交理论为指导，深

陷“西方中心论”“美国例外论”而不能自拔，也不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中心，迷失在“中国中心

论”的丛林中失去方向。正确的路径是将世界外交规律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以全球视野和开放心

态研究和评价外交，不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经验为学习和效仿的中心，①对欧美外交经验、
发展中国家外交经验、新兴经济体外交经验和中国外交经验平等看待，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外交的时

空背景下，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中国的外交理论。
二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从中国国家需要出发，努力探索中国视

角、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恩格斯说过: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中国的外交学发展，必须明确中国国家的需要，并努力满足此种国家

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持续

快速发展，并且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世界在关注，中国外交理论也需要思考和探索。习近平同志

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将“中国梦”提升到国家发展战

略全局的高度，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治国方略的核心理念。显然，

“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理论必须围绕的中心，它不仅决定着中国外交理论的方向，更决定着中

国外交道路的方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期中国的最大国家需要，反映着中国外交实践的顶

层设计，也意味着可能会形成系统的外交理论。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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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①在外交上积累了丰富的王霸天下经验。② 中原华

夏始终保持强大和繁荣，此种泱泱大国心态基础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主导了中国古典外交文化。然

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兴起和扩张，中国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颠

倒性的变化，周遭列强虎视中华，中原华夏几无招架之力，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被全球化”和“被国

际化”的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被挨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等逐渐汇入中国近代外交文化，成为刺激革命外交的文化诱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停止“以阶级斗

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现代

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等观点，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它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梦”的提出，要求

将中国外交深深扎根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土层之中，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把根扎在中国，为解决

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外交理论。2014 年 11
月 11 日，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指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

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

中国的文化”。④ 这一判断指出了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

国，具有相对独立和成熟的文明体系，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外交学不可能彻底丢掉老祖宗，不可能抛

弃中国传统外交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民族之根。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需要牢

牢扎根中华文明土壤，沿着外交转型的主线索，积极开展创新性研究，不断把中国外交理论建设成为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体系，为世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动，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因

此，中国外交学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结合起来，从大量的对外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的误区中

走出来，从事中国外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运作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外交研究的领域和覆

盖面，逐渐积累起一整套体现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亦即形成处理

国际关系事务的中国路径。也只有形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真正建立中国

的外交学理论。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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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adle of the Chinas New History———Speech on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Tsinghua University Wang Xuedian

In recent years，the cogni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ithin the academia has al-
most one-sidedly highlighted the tradition of the Academy of Chinese Learning represented by Wang Guowei and
Chen Yinke． Such a perspective stems mainly from the predilection of the current mainstream academia． The re-
vival of Chinese learning is one major matter of the academia since the 1990s，which caused the result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academics regarding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orthodoxy，thus the new history tradi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Tsinghua University represented by Jiang Tingfu and Lei Haizong was veiled and melted．
It now appears that the mainstream and most important legacy of the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of Tsinghua Univer-
sity was the new history but not the new philology，which lays equal stress on histori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n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as well as on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mainstream is a confluence of the New History advocated by James Harvey Ｒobinson
and the Annales School in China．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Chinese New Histo-
ry———On the Worldwide Exchanges of New History and the Appeal to the Nation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Liu Chao

In a sense，Chinas New History closely allied 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s，especially those in Ja-
pan，the U． S． 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nsequently，it always insisted on tagging along the world
learn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parts of the 20th century，Chinas New Histo-
ry underwent three stages and generated four forms successively，namely，initial form，academic ( academism)
form，popular ( socialized) form and political ( ideologized) from． All of them manifested strong reality concern，
and most of them intimately contacted with special relat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Comparatively，
New Historiography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special party forces，so it was neutral and detached to party
political disputes． Luckily，as the elite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Chinas historian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institutionalized New History in college system，and what is more，
they sanicized scientific history and advanced it to a world-class level． On the whole，all the kinds of New Histo-
riography were of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ese learning，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They coincided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erved Chinas independence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is course，Chinas intelligent-
sia has displayed extraordinary courage，earnest endeavor，wisdom and originality．

Exploring a Chinese Approach to Diplomatic Theory Zhao Kejin
Constructing diplomatic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a major goal of Chinese academia． As

responses to Western pressures since the modern era，Chinese scholars have endeavor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
en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notable references to its European，Soviet and American counterparts． This is particu-
larly true after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1980s，when globalization has deepen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a． As a result，three schools of diplomatic theories have come into being，
namely，the Traditionalistic，Characteristic，and Non-Traditional School． However，shortage of academic autonomy
and localization have become pressing: on one hand，Chinese diplomatic theories have long been shadowed by the
Western framework; on the other hand，they lack explanatory powers in real world practice． With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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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future diplomatic studies in China should develop a Chi-
nese approach that combines diff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a more indigenous and autonomous fashion．

The Changes of Indias Attitude Toward the Sino-Indian Border Issue Meng Qinglong
The meaning of Indias attitude toward the Sino-Indian border issue is twofold． One is Indias stand on the

conventional line and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over the Sino-Indian frontier，the other is Indias attitude toward
the solution of the border dispute． Though no obvious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70 years on Indias stand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al border，some positive elements have been showing in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border issue on the part of Indian leaders，parliament，military，media and public，and，in particular，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henomenon is very significant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based on the reading of relevant archives and documents，to highlight the utmost complexity
of the border issue and the protracted nature of its solution，and at the same time，to heighten peoples confi-
dence on its final settlement in the future．

China Striding Across Middle Income Tr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Developmental Concepts
Hu Angang，Ｒen Hao，Lu Yufeng，Zhou Shaojie

With the economic slow down in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 FYP) ，the term of middle income
trap has become the keyword to predict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 In the 13rd FYP，the core task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s to accomplish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being society． Meanwhile，China needs to enhance the
found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round 2025 and
enter in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high income． Based on the major problems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
ment，we identify five main challenges that may endanger China to fall in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namely，to-
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llenge，urbanization challenge，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passive de-
pendency challenge and inequality challen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ive developmental concepts，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coordinated development，green development，opening-up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development，are the strategic and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s to cope with the five challenges and the key
to avoid middle income trap． In particular，this paper emphasizes some pre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ly coping with
the five challenges and smoothly surpass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such as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avoiding subversive mistakes in politics and constructing stable so-
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s．

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A． National Security Ｒeview of Foreig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owa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China and the Ｒelated Suggestions Tu Xinquan，Zhou Jinkai

In 2015，Chinese FDI in the U． S． A． comes to a new record level． However，the part of State owned Enter-
prises ( SOEs) FDI in the U． S． A．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the main obstacle of National Security Ｒeview
of Foreig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 M＆A) ．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illustrate the general SOEs FDI in the U． S． A．
and then focus on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Ｒeview of Foreign M＆A，especially，how the
system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SO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o restrict the M＆A of SOEs． On this basis，the arti-
cle tries to research how the specific rule influences the M＆A of SOEs with a case study． Finally，it tries to come
up with some relative solutions and advic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Expostulation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Its Literary Development Wang Qizhou
The Zhou Dynasty established a expostulation system for th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and politi-

cal opinions． Through various admonitions，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es could underst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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